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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未来预期收益会影响教育选择。本文基于宁夏高考行政数据和大规

模调查数据，全面考察中国弱势家庭背景学生的高考专业选择意愿、行为及结果。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学生更可能填报和被录取到预期经济回报较低的专业。以“提供各专业

大类对应本科毕业生起薪”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干预，改变了弱势家庭背景学生的专业选择意愿

和行为；并在平均意义上提高了考生被录取到经济回报较高专业的概率。本文表明，信息干

预通过缩小信息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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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于每年六月份举行的高考是世界范围内最为庞大而知名的教育选拔考

试，其与紧随其后或长达数月的院校和专业录取工程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和个

体面对关乎其未来的数种可能所做出的教育选择——高考志愿填报。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教育选择影响广泛。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教育准

备及学业水平、教育支付能力、教育选择等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生均处于劣势地

位(Cabrera 和 La Nasa, 2000；Hossler 等, 1998；Patricia, 1997；Tierney, 1980；Tierney

和 Auerbach, 2005；鲍威, 2013)。在面临重大教育选择（如高考志愿填报）时，学

生需要精细地比较每一项潜在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收益往往是基于预期的，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Charle 和 David, 1983；廖娟等, 2013；杨钋、翁秋怡, 2014)。

在缺乏相关信息及策略的情况下，对成本和预期收益的计算并不准确，因而选择

往往不是最优。优势阶层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经济回报高的专业，而弱势阶层的学

生首先考虑的是录取、学费、资助等信息(Hastings 等, 2015；Hoffman 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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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考虑到预期收益，也往往存在低估(Jensen, 2010；Hastings 等, 2015)。 

近年来，基于轻推理论(Nudge Theory)的信息干预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推行

的改进学生教育选择的有效政策手段。Loewenstein 等(2013)认为，倘若将劳动力

市场中的信息返回到学校中帮助学生做出教育选择，信息披露会是一项有效的政

策措施，它的效果也会更持续。但既有研究并没有就此发现一致结论(Hastings 等, 

2015；Kerr 等, 2015)。 

基于宁夏高考行政管理数据，辅之以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将进一步全

面考察中国高考中弱势家庭背景学生的专业选择意愿、行为及结果。为了探求帮

助弱势群体学生做出更好高考志愿专业选择的政策手段，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采用

了信息干预的实验设计，考察提供专业的经济回报信息是否能够改变学生专业选

择意愿、志愿填报行为，以及最终的高考录取结果。 

本文关注以下两个实证问题：（1）高考志愿中的专业选择是否与学生的家庭

背景相关？（2）如果相关，即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回报相

对较低的专业，提供专业的经济回报信息是否能够改变这些学生的专业选择意愿、

志愿填报行为以及最终的高考录取结果（即学生的长期福利）？本文实证结果表

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弱势的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专业选择）过程中可能缺

少必要且权威的信息咨询及辅导，而信息干预通过缩小信息鸿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单纯的以未来预期经济收入为主的信息干预对学生

最终的录取结果的影响或许是有限的，这与提供信息的内容以及信息干预的手段

和方法有关。更重要的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还需要有更多配套措施和制度的

完善。 

目前教育决策的行为经济学干预的文献大多基于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权化

系统(Lavecchia 等, 2016；Page 和 Scott-Clayton, 2016；Bird 等, 2017)，本文是在中

国的语境下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息干预运用至教育领域的一次大胆探索，丰富

了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为我国高考以及更一般的教育选择、信息干预相关研究

提供了更多实证证据，贡献了独特的中国经验。本文的研究发现、政策干预设计，

对优化高考招录政策、精准教育扶贫等都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涵义，对如何更加经

济有效地帮助考生做出更好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教育行政部门、各高校等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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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学生提供更好、更丰富的信息，以改进这些学生，尤其是来自弱势家庭背景

的学生，在高考这一人生重大节点的选择。 

 

二、 相关文献  

（一）教育选择的决定因素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核心，对个人未来收入以及社会经济增长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是影响个体做出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

(Schultz, 1961；Becker, 1964)。长期以来，探究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问题，除了重

点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之外(Sewell 和 Shah, 1968)，家庭社会经济背

景及高等教育的预期经济收益将成为考生做出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Manski 和

Wise, 1983；Long, 2004；Perna, 2006；Jacob 等, 2018)。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教育选择影响广泛。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家庭是否具备

高等教育支付能力，而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子女教育选择的结果。研究表明，高学历父母会在较早阶段帮助子女进行升学

准备(Cabrera 和 La Nasa, 2000；Patricia, 1997)，父母受教育经历对掌握更多教育相

关信息亦有重要的影响(Tierney 和 Auerbach, 2005)；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

升学意愿形成要晚于中产阶级家庭子女(Hossler 等, 1998)，且他们了解教育相关信

息的来源要少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他们获取大学信息的渠道单一且往往

是其高中老师(Tierney, 1980)。针对我国情况的研究中，鲍威(2013)发现由于家庭

出身的不利和弱势，农村学生在教育选择时主要基于个体的认知，他们往往无法

获得准确、充足的信息，再加上其父母缺乏相关经历、知识和资源，农村学生也

无法从父母处获得相应的支持。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及相关研究表明，未来预期收益是影响个体做出高

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因素。从经济角度来看，高等教育选择作为一个理性选择的过

程，考生们会在衡量上大学的经济成本的基础上考虑未来收益，从而选择适合自

己的学校(Charle 和 David, 1983)。针对中国本土的研究中，杨钋、翁秋怡(2014)

认为，未来预期收益是影响个人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廖娟、Hartog 和丁小

浩(2013)采用 2007 年在北京的六所高校所做的“研究生教育态度的调查”发现，预

期收入对选择研究生教育有显著影响，且就业率是影响大学生决定是否进一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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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的重要因素，本科所学专业就业率越高，个体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

意愿就越不强烈。 

高等教育专业选择背后意涵着的专业分化使个体接受高等教育从积累一般性

人力资本转变为积累专用型人力资本，随着高等教育专业的分化和细化，个体在

接受教育过程中不断积累着对应职业所需的人力资本，这也使得个人能选择的职

业范围受到相应限制(孟大虎, 2005；纪月梅、秦蓓, 2004；Kim 等, 2015；Xie 和

Shauman, 2003)，从而导致不同的专业选择很可能对应着不同的预期收益。 

除了个人偏好（如不同专业的偏好，例如男生相对于女生更偏好理工科）及

性别(樊明成, 2011；卿石松、郑加梅, 2013；Xie 等, 2015；马万华, 2005；文东茅, 

2005；甘开鹏, 2006；陆根书等, 2009)等影响专业选择的因素之外，不同专业未来

经济收益的差异亦有可能成为影响学生做出专业选择的直接、重要因素。一些学

者试图用 EMI（有效维持社会不平等）假设来探究这个问题，认为出身上层社会

家庭的高中生通过选择未来就业前景好、经济收入高以及职业地位高的专业，由

此在代际更替过程中维持家庭的较高社会地位优势。Hoffman 等(2011)通过研究发

现，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倾向于选择工资水平、职

业地位较高的专业；Hastings 等(2015)亦在其研究中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往往

在低收益项目中占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学者在对类似命题的研究中得

到了相反的结论，Song 和 Glick(2004)认为社会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经济

资源，所以在专业选择上会把就业前景、经济回报等因素放在首位，他们还发现

在美国亚裔家庭中，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反而促使女生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回报

较高的专业。 

（二）轻推理论（Nudge）与信息干预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依赖于理性人假设，然而很多个体教育决策看似并非符合

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个人在做出许多与教育相关的决策时面临诸如信息缺乏、备

择项过多、计算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人生早期的教育决策可能影响个体的长期

生涯发展。人们感知、预期的教育收益会影响教育决策，但这些感知往往却并不

准确(Manski, 1993)，可能存在较大偏差；亦有一些研究表明学生往往低估了教育

收益(Jensen, 2010；Hastings 等, 2015)。不同考生对于高校、专业设置及对应劳动

力市场经济回报水平的信息不对称，将影响其做出“理性”的高等教育选择，因此



第 11 卷第 2 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39 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13 年 6 月 

 5 

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往往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Jabbar, 2011；Koch 等, 

2015)。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提出的“轻推理

论”(Nudge Theory)进一步被证明是理解个人决策的必要条件，其可以表述为“通过

适度运用诱因与推力（非强制性或命令性），就能在不限制个人选择自由的情况

下让人做出（按照设计者意图的）更好的决定”(Thaler 和 Sunstein, 2008)。在探讨

教育选择问题时，我们一方面看到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个体获取信息资源的

能力与获取信息渠道不同(鲍威, 2013)，另一方面则发现提供简单透明的、有关考

试平均成绩和录取可能性的信息就会影响到考生的教育选择行为(Hastings 和

Weinstein, 2008)。因此信息干预也成为了帮助考生做出更优教育选择的推力。 

实际上，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推动一系列具有革

新性的政策，其中最常见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就是信息干预。探讨信息对

于个体教育决策影响的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学生获取信息更困难，信息缺

乏可能更严重，信息干预的必要性也就越强(Nguyen, 2008；Loyalka 等, 2013；Jensen, 

2010；Dinkelman 和 Martinez, 2014)。 

信息干预内容往往是受教育的成本和收益信息(Kerr 等, 2015；McGuigan 等, 

2014；Oreopoulos 和 Dunn, 2013)，也有另一些研究在干预中提供了与接受教育有

关的其他信息内容，比如接受资助的可能性(Booij 等, 2012；Herber, 2015)、检查

信息正确与否对于大学和经济资助申请流程的影响(Bettinger 等, 2012；Hoxby 和

Turner, 2013)、招生流程(Castleman 等, 2014)等。 

从干预效果来看，一些研究表明信息干预对于教育选择产生了促进作用。

Hastings 等(2015)通过对智利高等教育的研究发现，信息干预能够帮助学生更新想

法，并在作出教育决策时将未来预期收入与其它学位属性权衡，尽管信息干预不

会影响是否进入大学就读的决策，但会影响他们的专业选择。特别的，信息干预

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低成绩学生影响最大，且影响长期存在。Frauke 和

Zambre(2017)发现，信息的提供增加了非学术家庭背景的学生的大学入学率，并

导致具有学术背景家庭的学生短期内降低了入学意向。也有实证研究认为信息干

预对教育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Kerr 等(2015)在芬兰实施随机干预实验，对 97 所



第 11 卷第 2 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39 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13 年 6 月 

 6 

学校的毕业班学生进行了调查，并提供了与详细专业有关的劳动管理市场前景的

信息，发现在平均意义上，信息干预对学校申请或入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三、 背景和数据   

（一）随机实验设计与问卷调查数据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下，课题组与宁夏教育主管部门合作，于 2016

年 5月底面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分层随机抽样抽取的 17所公办高中高三毕业生

发放了《宁夏普通高中毕业生调查》问卷，以此作为信息干预的载体，同时收集

考生个人及家庭相关背景信息。抽样过程如下：首先从自治区 5 个地级市中随机

抽取 3 个：银川市、固原市、中卫市，再从三个地市共计 35 所公办高中当中随机

抽取出 19 所学校。为更多地覆盖贫困学生，固原市和中卫市被抽样的学校比例相

对更高。最终由于客观情况及一些可行性原因，问卷调查样本涵盖公办高中共计

17 所。问卷在相对严肃的情境下（学校统一安排组织，各班班主任监督协调），

由考生独立、认真填写，旨在真实反映学生信息，服务教育政策设计与决策。 

问卷从个人情况、志愿选择意愿等诸多方面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了全

面调查。问卷开始部分，调查了高三学生对各专业大类的选择意愿，并通过让学

生预估各专业大类本科毕业生起薪（年薪）水平来测量其对各专业大类经济回报

的认知情况；问卷后续部分提供了 2014 年分院校层次（分为 985 院校、211 院校、

一般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及高职高专 4 类）的毕业生起薪数据及分专业大类（分

为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医学；

农学；军事学、艺术学，共 8 类）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数据。起薪计算结果来自于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持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数据

（2014 年），作为实验中重要的信息干预内容。附录的图 2 展示了问卷的相关部

分内容。表 1 呈现了各专业大类对应的 2014 年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水平，由于在

计算过程中仅保留了两位有效数字，导致部分专业大类对应起薪处于同一水平，

正因如此，在本研究中把十三个专业大类归为八个不同的专业类型。八个不同专

业类型所对应的起薪作为将专业按照经济回报率进行高低排序的依据。在展示完

起薪数据后，学生回答“根据上述信息，您的专业选择意愿是否有变化？”学生对

该问题的回答，用以测量信息干预对学生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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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参与问卷调研的学生样本称之为实验组，其余未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

统一归入对照组，并在学校层面和学生层面做了平衡性检验。学校层面，对比了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校学生人数、教职工人数、收入（总体教育经费收入、事业拨

款、基建拨款等）、支出（总体教育经费支出、人员性经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

基建经费支出等）等变量；学生层面，分文理科分别检验了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

在性别、年龄、民族、城乡、是否复读等变量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对

照组在院校和学生层面上没有显著差异，验证了随机抽样的可靠性。 

课题组最终回收问卷 8243 份，剔除考生号缺失、重复、无效的观测值，得到

调查问卷数据有效样本量为 6898。其中 6001 份问卷来自于应届高三学生，由于

在实证研究中注重对信息干预效果的考察，往届生可能已事先获取了相关信息，

从而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偏误，故本研究在实证分析环节只在应届生范围内进行

讨论。 

（二）高考行政数据 

将问卷数据与自治区高考行政管理数据合并，后者包含自治区高考报名、录

取全流程数据。据此，有机会分析考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所做出的实际教育选择

行为，也可通过考生最终被录取信息而得到考生最终的教育选择结果。 

本文使用了 2015、2016 年参与高考报名的所有考生个人信息（隐去姓名和个

人身份证号等特征变量）、高考成绩、志愿填报情况以及最终被录取院校、专业

情况等变量。总体来看，2015、2016 年自治区高考报名考生人数分别为 67707 人、

69119 人，最终获得大学录取的分别为 55033 人、57935 人。由于信息干预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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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初始薪资水平仅包含本科学历层次，故而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仅

考察填报本科批次高考志愿的考生或被本科批次所录取的考生。 

对学生优先选择的专业类型及被录取专业类型的考察均依赖于自治区考试院

提供的高考行政管理数据，其涵盖了全区考生本科批次院校、专业志愿填报及录

取相关明细。由于问卷仅提供本科各专业大类对应的毕业起薪作为信息干预的主

要内容，本研究仅限于讨论本科批次的志愿填报及录取。宁夏高考本科批次可选

4 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愿可选 6 个专业志愿，在考察考生优先选择专业类型

时，假定考生会将自己最倾向于选择的专业放到任一院校志愿的第一专业志愿位

置。为了便于研究，将各专业都按照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入到了与问卷信

息干预相一致的八个类型（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

学；理学；工学；医学；农学；军事学、艺术学），并按照八个类型平均起薪由

低到高排列，构成多分定序因变量。对考生被录取专业类型进行分析时同样将被

录取专业划归至八大类型，与优先报考专业处理方式一致。需要特别提到的是，

对考生志愿填报行为及最终录取结果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上述八个专业类型

对应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水平也将作为连续型因变量，其回归结果可作为分类因变

量回归的稳健性检验及补充。 

（三）样本和描述统计 

表 2 利用高考行政数据对 2015 届和 2016 届宁夏高考学生全样本进行了描述

统计分析。两届学生的总体分布相当，因此可使用 2015 届学生样本分析家庭背景

与专业决策之间的关系，而使用 2016 届学生样本（包含接受了信息干预的实验组）

分析信息干预的影响。报名考生中，近 60%为理科考生；女生占比超过 50%；汉

族考生占比约为 70%，少数民族中回族考生占比最多，占比超过 28%，其余少数

民族考生占比仅约 1%；农村户籍考生占比超过 55%；平均年龄为 19 岁；超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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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为往届考生。最终获得录取的考生的样本分布与报名考生近似。

 

问卷调查样本（即信息干预的实验组）中，68%为理科考生，77%为汉族考生，

56%为女生，62%为农村户籍，13%为往届考生，平均年龄为 19 岁；与总体样本

略有差异，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问卷还包含了更多信息，实验组样本中，21%

为独生子女；超过 60%考生的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仅为初中或高中，不到 12%的

学生父亲接受了大学专科以上教育（这意味着，即使很多学生表示志愿填报参考

家长的意见，但是绝大部分家长并没有上过大学）；24%的学生来自绝对贫困家

庭，56%的家庭并没有电脑和网络。不考虑 13%未提交选项的学生，22%的学生

表示，在得到各专业对应的预期经济回报信息后，最初的专业选择意愿发生了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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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行政数据中共收录了艺术本科、提前录取一本、提前录取二本、专项计划本

科、一批本科、二批本科等共计 6 个批次的考生志愿填报数据信息，不包括三批

本科及各批次专科志愿填报数据。表 3 的前 4 列汇总了考生除三批本科以外的其

他本科批次高校专业志愿（两年分别为 555751 条和 678212 条大学-专业志愿），

以考生在上述各批次各院校志愿中的第一专业志愿所属专业类别作为优先选择的

专业，剔除往届生观测值后，从专业大类分布的角度描述了考生优先选择的本科

专业大类分布情况。除此之外，还将 2016 年的样本分实验组与对照组，进一步统

计和汇报考生在各批次的志愿填报样本分布情况。由于“艺术本科”批次是较为特

殊的存在，考生在该批次所填报专业志愿将均从属于艺术学专业大类，并无法在

该批次志愿填报中突出自身对于专业选择的偏好；另一方面，报考艺术学相关专

业需要考生在高考之外参加艺术科类考试，使得报考艺术专业成为了在高考之前

即定的专业目标，导致被艺术学专业所录取考生的专业选择行为具备了内生性在

实证分析中将艺术学专业相关志愿填报信息及录取结果作剔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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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志愿填报的情况来看，2015 年和 2016 年的总体分布相当。相较于对照组，

2016 年实验组的学生更倾向于在第一个专业志愿中选择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理学、经济学，而相对较少地选择法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与表 1 中

的平均起薪排序信息有一定匹配，但并不是严格一一对应。表 3 的后 4 列则展示

了最终录取的专业分布情况，由于专业录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所有学

生都能够被第一顺序的专业录取。相对于 2016 年的对照组，实验组学生有更大的

可能被录取到工学、农学、理学以及法学和经济学。表 3 的结果还表明，高考志

愿填报的专业选择是极其复杂的，考生不仅需要从约 1400 个本科大学选出大学志

愿（此外还有 1600 个专科大学），还需要从十三类本科专业中（约 100 个专业类，

600 多个具体专业）挑选出符合自己兴趣和偏好的专业，并按照偏好或策略进行

排序。本文关注的是，如果由于信息不充分等原因，考生的偏好是偏差的，那么

我们如何予以纠正和扶助？ 

 

四、学生的专业选择与家庭背景相关吗？ 

首先使用未受任何信息干预的 2015 届高三学生样本和高考行政数据分析学

生的专业选择和家庭背景的相关关系：（1）使用当年填写了高考志愿的学生样本

考察专业选择行为的差异，以考生填报的每一个院校志愿中的第一个专业志愿类

型及对应本科毕业平均起薪作为因变量（作为考生优先考虑的专业的代理；使用

全部专业志愿中各类型比重的结果是一致的）；（2）使用当年被录取的学生样本

考察专业录取结果的差异，以考生被录取的专业类型及对应本科毕业平均起薪作

为因变量。由于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不填报高考志愿，以及有更低

的概率被大学录取，采用上述两类样本估计出来的差异可以视作真实差异的上限，

即考虑到这两种非平衡的样本缺失后，家庭背景带来的专业选择差异更大。我们

考虑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表示 2015 年的考生个体 i 在其院校志愿 k 中优先选择的专业类型

（或其最终被录取的专业所属类型）。我们按照平均起薪由低到高排列专业类型，

因此使用 ologit 模型进行估计。限于数据中并没有家庭背景的直接测量，我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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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城乡户籍分割这一中国最重要的阶层指标进行代理，用学生户籍类型

（=1 表示考生拥有户籍类型为农村户籍）加以衡量，若 的回归系数 θ 显

著为负，则表明农村户籍学生相对于城市户籍学生而言，有显著更低的概率选择

经济回报水平较高的专业（或有显著更低的概率被经济回报水平较高的专业录

取）。则是其他个人及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或报考类型等的一系列解释变量，包

括性别、年龄、民族（=1 表示考生为少数民族）、考生类型（=1 表示考生为理科

考生）、高考特征成绩（提档成绩）、专项录取计划等。 

作为稳健性分析，我们使用考生优先选择或被录取的专业类型对应的 2014 年

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作为因变量，采用 OLS 线性回归进行估计。若回归系数

θ 显著为负，则表明农村户籍学生相对于城市户籍学生而言，优先选择的专业对

应经济回报水平显著更低（或最终被录取的专业对应经济回报水平显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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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报告了回归分析的结果，第 1 列和第 3 列呈现了 ologit 回归结果（以专

业类型为因变量），第 2 列和第 4 列呈现了 OLS 回归结果（以各专业的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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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毕业生平均起薪为因变量）。前两列的结果表明，无论使用定序变量或者连

续变量代表不同专业的平均经济回报，农村户籍、考生年龄、少数民族三个解释

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农村考生、大龄考生、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专

业志愿选择过程中，有显著更低的概率优先选择经济回报水平相对较高的专业。

这意味着，在平均意义上来说，农村考生、大龄考生、少数民族考生可能在专业

志愿填报过程中处于相对较为劣势的状态。而男性这一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在两个

回归中均显著为正，这也表明，男性相对女性而言，具备显著更高的概率选择经

济回报水平较高的专业，这则涉及到有关专业选择的另一重要话题，即专业选择

中的性别差异，本研究不做过多讨论。此外，高分考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回报水

平较高的专业；专项招生计划的专业，平均经济回报水平相对较低。 

第 3 列和第 4 列使用考生最终被录取专业信息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中，农

村户籍、少数民族两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农村考生、少数民族

考生在高考专业志愿录取的过程中具备显著更低的概率被经济回报水平相对较高

的专业录取，或者说，他们最终被录取的专业大类对应经济回报水平显著更低。

在现行的中国高考录取制度下，考生分数和考生的志愿填报决定了最终录取结果。

比较志愿选择和实际录取的结果，农村考生、少数民族考生等弱势群体，在控制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高考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从预期经济回报的角

度，在专业录取上显著处于劣势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志愿填报中的专

业选择相关。结合前文所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处于相对弱势的考生在专业选择

和录取结果上呈现出的显著差异，其可能的原因之一即是家庭背景弱势的学生群

体不了解或缺乏专业就业前景及专业所对应的未来预期收益等信息。 

   

五、学生的专业选择意愿会被改变吗？ 

本文接下来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中

作出（在预期经济回报上）更好的专业选择。本节以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实验组

学生为样本，在全体实验组学生均接受相同信息干预的条件下，检验信息干预对

考生高考专业志愿选择意愿的影响。我们首先在问卷中让学生按照个人对不同专

业的偏好对八个专业类进行排序；然后提供了各专业类的平均本科生毕业年限信

息；最后，询问学生是否愿意改变专业偏好排序。我们以信息干预前后考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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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选择意愿发生改变与否的虚拟变量为因变量，使用 Logit 回归模型探究信息干

预对于不同学生的专业选择意愿的影响差异情况，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作为因变量，表示学生个体 i 接受信息干预之后专业选择意愿发生变

化的情况（=1，当学生 i 意愿发生变化）。 表示学生 i 的户籍类型（当

=1，学生 i 是农村户籍）。与官方行政数据不同，问卷中我们直接测量了学生的

家庭贫困程度： 表示学生 i 是否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当 =1，学

生 i 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则是其他表征 i 个人信息及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

一系列解释变量，我们通过宁夏考生唯一标识符“考生号”变量将问卷调查数据与

宁夏考试院提供的 2016 年高考报名学生个人信息（隐去姓名和个人身份证特征变

量）数据进行了匹配，以获取考生户籍类型信息（城、乡）作为其家庭社会经济

背景的有效补充。若回归系数 θ 显著为正，则表明农村户籍学生有更大的概率在

信息干预之后调整其专业选择意愿；若回归系数 ρ 显著为正，则表明来自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在信息干预之后调整其专业选择意愿。问卷调查

数据变量存在较为严重的取值缺失情况，按照惯例，对各解释变量取值缺失的观

测值重新赋值为 0，且添加标识变量缺失与否的虚拟变量。在接受了信息干预后，

22%的学生明确表示改变了自己对不同专业类型的偏好排序；64%的学生明确表示

不会改变专业偏好排序。考虑到两种情况，有 13%的学生没有回答该问题，以及

有学生的偏好与专业预期经济回报的排序相当，那么实际上有超过 22%的学生，

在获悉了不同专业的预期经济回报后，会改变自己的专业偏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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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报告了使用问卷数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考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参

考的信息类型、信息来源、优先考虑因素等对于实施信息干预和问卷调查的个体

是否改变专业志愿选择意愿影响较小。有意愿参考往年录取分数等信息的学生改

变偏好的可能性，相较于参考老师和家长意见的学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优先

考虑地域或者专业的学生，较于优先考虑学校的学生，更有可能改变专业倾向；

然而这些差别数值较小，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 5 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考生本人具备理想报考专业与否非常显著地影响

信息干预对于专业选择意愿的影响效果。如果学生已经拥有了较为明确的理想报

考专业，那么在接受信息干预后具备显著更低的概率改变自己专业选择意愿；换

句话说，信息干预更有可能影响无明确专业选择意愿的考生。与此相对的是，有

明确的理想报考院校的学生没有显著变化。相较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有明确的

院校或院校意愿的概率更低。 

最后，考生个体及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意愿转变影响深远。受限于数

据资料的可得性，本研究主要考察了考生的性别、年龄、民族、户籍类型（城乡）、

家庭年收入、是否来自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认定家庭等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农村

户籍、家庭收入较低、来自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认定家庭的学生在接受信息干预后，

具备显著更高的概率调整自己的专业选择意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问卷中并未

收集考生家庭人口数，因此家庭年收入无法换算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以进行更为准

确的度量，在此处更多为控制变量。但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社会经

济背景较弱势的考生更有可能在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过程中缺乏相关信息，缺少

对专业前景的了解，而信息干预也对他们影响更显著。 

   

六、学生的专业选择行为会被改变吗？ 

专业类的平均起薪信息使得超过 20%的考生改变了他们的高考专业志愿的选

择意愿，且相较之下，来自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家庭、年收入较低家庭或农村户籍

的考生具备显著更高的概率在信息干预之后改变其专业选择意愿。然而上述结果

均是学生在问卷当时的反馈，专业预期回报信息是否真正影响了学生的专业选择

行为呢？使用高考行政数据中 2016 年宁夏全部高考学生的志愿信息予以分析，以

考生在各本科批次院校志愿中优先填报的专业志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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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照组的志愿填报行为差异，考察信息干预对于考生专业志愿选择行为的影

响。 

由于信息干预提供的是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计算所得的本

科毕业生平均薪资，且我国专科类专业分类与本科专业分类体系不能简单一一对

应，因此从本章实证研究开始，样本将进一步限制在考分高于本科线以上的考生

群体，并以考生在本科批次志愿填报中所选择的专业类型（分类变量）作为结果

变量。以问卷调查作为重要的信息干预变量，研究样本为 2016 年全区考生所填写

的二批本科及以上批次的高考专业志愿。 

如前文所述，我们假定在任意批次任意院校志愿的填报中，第一专业志愿为

考生优先选择的专业。由于因变量为依据 2014 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排序的专业类

型多分定序因变量，采用 ologit 回归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表示排序后的专业类型。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信息干预

（ =1，表示学生 i 接受了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及信息干预）、户籍类型

及户籍类型与信息干预的交互项。 则是其他表征 i 个人信息及其家庭社

会经济背景的一系列解释变量。其中，考虑到高考成绩对志愿选择的非线性影响，

我们还检验了以不同非线性形式控制高考成绩，结果都是一致的（附录表 2 控制

了高考分数的二次项）。若信息干预 变量的回归系数 γ 显著为正，则

表明接受了信息干预的考生相对更有可能优先选择本科毕业起薪水平较高的专业

大类；户籍类型 变量的回归系数 θ 表示对照组中城镇户口考生和农村户口

考生在专业志愿选择行为上的差异（等同于表 4 的估计）；而加入信息干预变量

和户籍类型 的交互项，回归系数 δ 进一步揭示了信息干预影响

效果的异质性，若 δ 显著为正，则表明信息干预对于农村户籍考生的影响效果高

于其对城镇户籍考生的影响效果。类似的，我们以考生在实际的志愿填报中优先

选择的专业大类对应本科毕业起薪水平作为因变量作为补充的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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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报告了回归结果，第 1、2 列为 ologit 回归结果，第 3、4 列为 OLS 回归

结果。其中，第 2 列和第 4 列的回归分别在 1、3 两列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信息

干预与考生户籍类型的交互项，以此捕捉信息干预对于考生专业志愿选择行为的

影响效果可能产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信息干预显著提高了农村户籍考生在志

愿填报过程中选择毕业后起薪更高的专业类型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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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第 1 列 ologit 回归结果表明，信息干预在平均意义上提升了考生

选择经济回报更高的专业的概率，然而统计上并不显著；第 3 列的线性回归结果

表明，接受信息干预的考生优先选择的专业所对应的起薪水平与未接受信息干预

的考生无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提供以各学科大类本科毕

业生起薪为主的信息干预能够显著改变学生的专业志愿填报行为。与表 4 的结果

一致，女性相较于男性、农村户籍相较于城镇户籍、少数民族相较于汉族，均呈

现出显著更低的选择经济回报较高专业大类的概率，女性、农村户籍、少数民族

考生在专业选择方面所具备的普遍显著劣势则可能源自于信息及决策的不平等。 

在第 2、4 列分别加入了信息干预与农村户籍的交互项，ologit 和 OLS 的结果

是一致的。信息干预与农村户籍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接受了信

息干预的农村户籍考生相较于其他考生而言，拥有了显著更高的选择经济回报水

平更高专业大类的概率。信息干预的影响水平的绝对值较小，以第 4 列结果为例，

全体考生平均选择的第一专业志愿的 2014 年平均起薪为 47,616 元，接受了信息

干预的农村学生，选择的第一专业志愿起薪平均高 163 元（0.3%）。这相当于缩

小了约 30%的城乡专业选择差距（561 元）；或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

考分数需要增加 86 分所达到的效果。 

专业选择行为不仅受到未来预期经济回报的影响，亦受到其他诸如个人兴趣

爱好、专业对应职业的社会地位、专业难易程度、男女比例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

影响，存在非完全理性的行为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考录取制度是先院校

后专业，学生在志愿填报时，还存在院校和专业之间，以及专业间排序的权衡取

舍，学生并不总是将最偏好的专业列为第一顺序；学生在院校和专业之间的可能

的权衡取舍，我们将在第八节进一步讨论。 

   

七、学生的专业录取结果会被改变吗？  

本文的最后一个实证研究讨论的是信息干预对于整个高考志愿录取逻辑链条

的最后一个环节：专业录取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信息干预作为贯穿本研究始末

的重要干预举措，其最终效果是需要通过高考专业录取结果来加以检验的，即接

受干预的考生是否能够被经济回报更高的专业录取。我们以 2016 年宁夏参加高考

且拥有高校及专业录取信息的学生为研究样本。其中，以接受信息干预的考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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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为实验组，其余拥有高校及专业录取信息的自治区考生作为对照组。与之前

章节的数据处理方法一致，以不同专业类型构成的多分定序变量和专业类型对应

起薪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考生最终被录取专业对应大类作为因变量的分析中采用

ologit 回归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模型中， 表示 2016 年的考生个体 i 被录取本科专业类型。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信

息干预 （ =1，当学生个体 i 接受了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及信

息干预）、户籍类型 及信息干预与户籍类型二者的交互项。 则是其他表

征 i 个人信息及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一系列解释变量。其中，考虑到高考成绩

对录取结果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还检验了以不同非线性形式控制高考成绩，结果

都是一致的（附录表 3 控制了高考分数的二次项）。若信息干预 变量

的回归系数 γ 显著为正，则表明接受了信息干预的考生相对更有可能被本科毕业

起薪水平较高的专业大类录取；δ 则捕捉干预效果的异质性。类似的，以考生在

被录取本科专业大类对应毕业起薪水平作为因变量的分析用作稳健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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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的结果显示，在第 1 列 ologit 回归中，信息干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表明信息干预显著提高了考生被经济回报水平更高的专业录取的概率，印

证了信息干预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和效果，表明信息干预是有用的。为了检验问

卷回答的缺失案例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 PSM（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

法来对样本进行纠正，尝试通过降低样本偏误可能产生的影响来探讨信息干预对

于专业录取结果的影响效果。在 PSM 模型中，我们以考生被录取本科专业大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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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经济回报水平作为因变量，使用 Logit 模型作为估计倾向值的方法，同时以

1:4 的比例为实验组挑选配对对照组样本观测值。平均处理效应（ATE）约为

125.06，且该效应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p-value=0.043），表明接受信息干预

的考生相较于与他们情况较相似但未接受信息干预的考生而言，其被录取专业对

应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水平显著更高。 

第 2 列和第 4 列，加入了信息干预与农村户籍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表

明农村学生受到信息干预的影响更大；然而，由于统计效力的限制，干预效果的

异质性并不显著。影响高考录取结果的因素多样而复杂，考生的专业录取结果不

仅仅受到其高考志愿的影响，受到其志愿填报策略如“冲稳保”策略的影响，还受

到在志愿录取过程中最基础的限制——高考分数，以及其他同院校-专业申请者情

况的影响，此外还有最为无法人为预测和控制的——志愿调剂的影响。高考录取

工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这或会影响到对信息干预效果异质性分析的结果。

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八、讨论：院校与专业的权衡取舍  

如前所述，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选择行为。与本文最相关的问题

是，学生可能存在院校与专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即学生是否为了上一个心仪的专

业，牺牲录取院校的质量？在现行的以高考分数为基础的中国高考录取制度下，

学生可能受到分数的限制，如果需要满足特定的专业偏好（尤其是热门的、录取

分数相对较高的），那么则需要适当考虑录取分数相对较低的院校；相反，如果

考生想要进入录取分数更高的院校，那么进入这些院校的热门专业的可能性就小。

基于专业类平均起薪的信息干预，可能对学生有两种行为影响：学生在给定院校

质量下选择平均起薪更高的专业，或者学生在院校-专业权衡中更倾向于专业。我

们进行两个实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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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考察信息干预是否使得学生的录取院校质量下降。我们计算出 2016

年各高校在宁夏自治区录取的平均分、最低分，将考生被录取高校当年的录取平

均分、最低分作为因变量（院校质量的代理变量），并使用与表 7 完全一样的 OLS

回归模型。表 8 的前两列结果表明，信息干预及其与农村户籍交互项回归系数均

无统计显著性，且系数非常小。由于信息干预实验的效果会在 2016 年院校录取结

果上予以呈现，因此使用 2016 年各高校录取平均分、最低分作为“院校质量”（暂

未找到更为合适的表述）的指标可能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使用 2015 年（实验开始

前一年）各院校在宁夏自治区录取平均分、最低分作为结果变量，重复上述分析

过程。表 8 的后两列显示，结果仍然非常一致，信息干预并没有使得学生录取的

院系质量下降。附录-表 4 中使用最低分的结果是一致的。我们使用其他指标，如

大学排名，作为高校质量的代理变量，得到非常类似的结果。同时，我们还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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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干预对录取率的影响，实验组的录取率（83.95%）和对照组（83.80%）没

有显著区别 (t test p-value=0.75)。 

 

其次，在表 9 中，我们考察控制院校固定效应和院校-批次固定效应后，信息

干预对学生的志愿填报和录取结果的影响。结果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说明信

息干预带来的专业录取变化，并不是建立在院校录取变差的基础上的；换言之，

基于平均起薪的信息干预，在保持院校录取不变的情况下，使得考生，尤其是农

村考生，更可能填报、被录取到平均起薪更高的专业。 

为什么实际结果中，受到信息干预的考生大幅度改变专业排序，但是没有出

现院校和专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呢？我们认为，一个懂得（或者考虑）院校-专业之

间权衡取舍的考生，一定是一个已经知道如何查询、使用相关信息的考生（a 

sophisticated student），她已经或应当已经了解了各专业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就业

前景）；然而，如果是连将本科 600 余个专业分成八个大类的平均起薪差异都不

清楚的学生，她在高考志愿填报中一定还面临更多的信息问题。高考志愿填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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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零和博弈，各院校和专业的录取名额既定。一个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所有人

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偏好差异，进行高考志愿填报。如果有一项信

息干预帮助一位存在信息缺失等困难的农村、贫困考生，做出更好的高考志愿填

报，更好地使用其高考分数，获得更好的录取结果，那么必然将有另一位分数相

对更低一些的、原本可以将将够上录取分数线而被压线录取的考生，滑落到另一

个次优的机会之上，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的框架之下，此举一定促进了教育公平

——分数高者，在同等条件下，相较于分数低者，具备优先选择权。那么提供更

多、准确的信息，将缩小由于家庭背景等带来的信息鸿沟，帮助弱势学生做更好

的教育选择。而这些信息的提供，通常是可以通过低成本、规模化的公共政策手

段予以施行的。 

   

 九、 结论  

在高中毕业之际，选择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

选择之一。在中国的高考制度背景下，高考志愿填报正是年轻的个体在其漫长的

生命旅途中做出重要的教育选择的时点，这或会影响到其一生的发展路径。本研

究将家庭背景、专业选择、信息干预串联起来，探索了信息干预对高考志愿专业

选择的影响。 

基于课题组于 2016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的信息干预实验和相关调查数

据，以及宁夏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 2015、2016 年高考行政管理数据，本研究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处于弱势的考生在专业选择和录取过程中也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而这可能与弱势背景的考生缺乏专业就业前景及预期收益相关信息有关；以

本科专业对应起薪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干预导致了约 20%的考生改变其专业意愿，

同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弱势的考生具有显著更高的概率改变其专业选择意愿；

信息干预改变了农村户籍考生的专业志愿选择行为，提高了其优先选择经济回报

较高专业的概率，并使得考生拥有了更高的概率被经济回报较高专业录取。 

本文的研究涵义在于：一方面，信息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经济背

景相对弱势的考生与优势背景考生之间的信息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的机

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因此，在日后宏大而漫长的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努力中，应

重视信息的作用，信息干预不失为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单独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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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效果或许是有限的，在实施信息干预的过程中，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对信

息干预的时间点、信息干预的次数、信息干预的内容以及信息干预的方式方法进

行科学设计，以达到信息干预的预期理想效果；而对于弱势群体在教育上的帮助

除了信息之外，还需要有更多配套措施和制度完善，应给予其更多的关怀。 

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实施信息干预实验的条件限制，研究样本仅局限在宁夏回族自

治区考生，因此本研究主要讨论宁夏的情况，但样本能否有效代表全国，研究结

论能否拓展，即研究是否有较高的外部效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探讨。另外，影

响考生进行专业志愿选择（填报）和最终录取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影响其进行专

业选择的不仅仅有以未来预期收益为主的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有以学费和住宿费

为主的现期成本经济因素，以及专业学习难易程度、未来就业前景、专业对应职

业社会地位、专业男女比例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也表明了当

前信息干预研究本身的一些限制。Duflo（2017）亦指出，由于政策效果取决于设

计细节，实际信息干预政策的结果可能与研究人员所设想的干预的预测结果有所

不同，不同的信息类型、信息呈现方式、持续时间和互动水平差异很大，相应的

政策实施结果也是一个混合的效果。因此，此类研究也有待于将来通过更具有代

表性的样本、更精细的实验研究设计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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